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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居正改革的成败（二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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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成功之道 

    张居正改革，是在统治机构近乎解体，财政濒于破产的局面下，自上而下发动的一场挽

救王朝统治危机的运动。 

他有句名言:  “当大过之时，为大过之事，未免有刚过之病，然不如是，不足以定倾而安

国!  ”这“刚过”，充分表现出他以刚毅明断的见识和魄力，把新政以迅雷之势推向全

国，因此也留下“时政苛猛”的诃难，是耶?  非耶?  都已成为既往。历史关注的是，他以

什么样的决策，使王朝转危为安，力挽狂澜于既倒!十年改革从政治推向经济，从四个方面

强国富民，取得显著成效。 

    (一)、以法治为理政的中心，示大信于天下，使改革得到有力的组织保证`封建社会的

改革，都是从上层发动的改良运动，这首先要求集权层，做到事权归一，如果不加强朝廷对

各级机构的控制力，改革就是一纸空文。万历以前法纪废弛，政多纷更的情况不改变，任何

美妙的新政都不可能付诸实施。张居正清醒地看到这点，提出“尊主权”为“方今急务”。

这“尊主权”并非是一般意义上的忠于君主，它强调的是发挥政府的职能，所谓“一方之本

在抚按，天下之本在政府。”(7)“一切以尊主、庇民，振举颓废为务。”(8)以做到“张法

纪以肃群工，揽权纲而贞百度。”(9)使尊朝廷和执法联为一体。它的要旨是以伸张法纪为

重点，整 

顿政府机构和统治秩序。值得称道的是，他把不法权贵看成“权蝎”(10)，认为他们才是真

正祸国殃民的大患，因此以打击不法权贵作为“励精之始”(11)，提出“锄强戳凶，剔奸厘

弊”(12)的主张。把改革的锋芒指向统治阶级内部的不法现象，以触动最腐朽、最黑暗的社

会势力，这比一般把镇压百姓视作首务的地主官僚，是明显的胆略过人，才高一筹。 

        不法权贵横行一方由来已久，恶势力盘根错结，谁也碰不得，有没有这个胆量对他

们绳之以法，是能不能以法理政，取信于天下的严峻考验。张居正还在主政前夕，即面临他

少年时代的恩人，江陵辽王作恶乡里，鱼肉百姓一案，地方官畏惧辽王府的势力，对辽王的

罪行，不敢如实上报，张居正断然处治了失职的官员，甘冒“谋产害友”的骂名，废去辽

王，惩办了江陵一霸。改革刚刚启动，又碰上最有权势的太监冯保的侄子殴打平民犯了法，

这是一件引人注目的事，因为张居正当上首辅主要得自冯保的支持。然而，这件事并未难倒

张居正，他当机立断，把冯的侄子革职，杖打四十大板，并通告冯保严格家教，伸张了法

纪。他还依法惩治了孔夫子的后裔衍圣公，法办黔国公，用强有力的措施限制皇亲贵戚擅

权，一再宣告:  “所在强宗豪民，敢有挠法者，严治不贷。”(13) 

将抨击不法权贵与革除弊政连在一起，从规章制度上堵塞漏洞，是他最成功的一举。在明

代，驿递是官方办理公务的主要交通工具，从北京到各省的交通要道都设有驿站，负责供应



来往官员的吃、住、差役和车马等交通工具。这些负担都分摊给就近的民众。明初使用驿站

有严格的规定，非有军国要务，不得发给印信乘驿。这些规章到明后期已经名存实亡，兵部

和各省抚按，随意填发印信送人情，一张印信使用终身，或是辗转赠送。官员在驿站百般勒

索，捕人掠盗，成为酷虐的暴政。张居正决心从此开刀，痛加裁革，扫除多年积弊，使人民

得到实惠，这是改革取信天下，得到百姓信任的重要保证。 

    (二)、以理财为监察的中心，整顿官府，使新政得到财政收益 

张居正认为，外之豪强兼并与内部官府舞弊，这两股势力的勾结，是社会不安定的主要弊

源。要有效地约束不法权贵，打击违法活动，必须从吏治着手整顿官府机构。但是官官相

互，历来如此，当事情触及大大小小官员的既得利益，那就是捅了马蜂窝，遭到众多的抵

制，甚至陷入孤立，所以在封建社会中整顿官府是件冒风险的事。张居正为政不久却取得成

功。主要办法有三条。 

    其一，从加强监察着手，提高行政运转的效率。明朝的中央机构分设吏、户、礼、兵、

刑、工六部，六部中又分设监察机构六科。部的最高长官是二品官，科的长官最高是七品，

可这七品对二品却有封驳纠劾的权力，所以大官统率小官，小官却可以牵掣大官，六部和六

科都直接向皇帝负责，内阁不干预，这遇到昏愦的皇帝那就乱了套。张居正改为由内阁总其

成，颁行官员考成法，吏部通过询事考言，以言核事，以事核效，评定官员的勤惰，定期考

勤，随事考核，以一套严密的监察制度防范玩忽职守的现象。 

其二、以理财作为考核的准则，这是考成法的最终目的。当时官场通行的是增加赋税，向小

民头上搜刮，不敢督缴正赋田税，因为逃税拖税的都是豪强权贵，追缴田税无异在是太岁头

上动土，谁也不敢出这个头。张居正毅然提出对官员“以钱谷为考成”(14)的主张，凡是追

缴欠税不足的官员，都要受到批评、调离或撤职的处分。以追索田粮评定政绩，迫使官员打

击不法权贵，使贪官无处藏身，不用加税而补足国家亏损，这是一项成功的经验。 

其三是不拘一格用人才，培植改革的中坚力量。有为的政治家们往往都能在用人方面破除论

资排辈的偏见，但像张居正那样重视从下层提拔人才，殊属难得。他倡导:“采灵菌于粪

壤，拔姬姜于憔悴。”(15)认为立贤无方，唯才是用，即使贱为僧道皂隶，只要出类拔萃，

可以位列九卿，作为国家的栋梁。他突破成规起用行伍出身的李成梁为镇边大将，破格重用

残疾小吏黄清为太仆卿高级官员，重新起用被罢官的水利专家潘季驯治理黄河。在改革推向

高潮时特许府、州、县的考生越级报考京师的国子监，把各地人才收罗到中央，很快组成精

干的班底，形成改革的坚力量，为建树新政作出贡献。 

        (三)、以均赋役为中心，厚商利农，发展社会经济 

明朝的赋税制度是向土地所有者征收田税，按人头派差役，所以土地和户口是王朝财政和劳

动力的主要来源。随着兼并势力的发展，民间的土地和人口逐渐集中到勋臣、贵戚和大地主

的名下。他们倚仗特权，贿赂官府，隐占户口，瞒田偷税，逃避差役，到万历前夕法定的征

粮地比明初已减少一半，人口减少三分之一以上，大批的土地、人力流进私人腰包，使国家

的税源衰竭。本来国家征收田赋是，田多的多征，田少的少征，按亩核算，从法制上说是公

平的，这也就是封建土地所有制条件下的均税实质性内容。有的农户土地被豪强侵占，田赋

却留在原田主的名下，造成产去税存，这就发生了赋税不均的社会问题。考成法只能解决一

部分欠税的问题，大量的瞒田逃税和税役不均亟需从赋役制度上加以整顿，这才能开辟理财

安民的新途径。万历五年开始调查，次年即通令清丈全国田地，详审 

细核，三年查出漏税土地八十余万顷，从严打击了违法的权贵地主，迫使他们守法，不敢轻

易欺隐，小农免受赔累，国赋按时收纳，扭转了财政亏损。后人评价这一举措说:  “既不

减额，亦不增赋，贫民之困以纾，而豪民之兼并不得逞。”(16)确实做到了公私两利。 



        在赋税不均的现象初步纠正后，立即着手解决逃役问题。万历九年在全国推行“一

条鞭”法，即是将赋役中的各项名目，如杂泛、均徭、力差、银差等各种税收合并为一种，

将力差归入田赋，一律按田亩核算，减化手续，统一征收。并可改折银两，允许被征调的差

役出银雇人代役。这就扩大了货币流通的范围，削弱了人身依附关系，使商贩和工匠获得了

人身自由，这对商品经济的发展起了促进的作用在调整经济政策的同时，又把兴修水利作为

发展生产的重要课题。历来治河的方针只顾漕运，为朝廷运粮，不顾民生，因此大多采用分

疏黄河的办法保障运河渠道的畅通，也就是在黄河下游多开枝河，分泄河水，这种办法容易

淤塞河道，垫高河床，但却急功近利为历代王朝惯用。张居正大力支持水利专家潘季驯摒弃

传统方法，采取漕运与民生兼顾的方针，筑堤束水，以水攻沙，利用奔腾的河水，冲沙入

海，自此多年没有大患，使得黄河两岸“十年弃地转为耕桑，河上万艘捷于运输。”(17)保

障了生产，稳定了政府的财源。 

        (四)、以近民便俗为宗旨，提倡面向实际，为改革提供有力的思想资源  张居正自

从政以来，就倡言治国理政不外乎谋求富强大事，这在当时并不容易为一些官僚士大夫所接

受。宋明以来，理学被尊为儒学的正宗、统治阶级的官方思想，到明后期愈来愈走向空疏。

它宣扬心外无物，不假外求，把做学问的功夫引向发掘内心世界，否认客观真理，这种完全

脱离实际的学风，养育出一批文人学士谈玄说虚，好说大话、空话，鄙薄民生实事。他们嘲

讽张居正说:“吾辈谓张公柄用，当行帝王之道，今观其议论，不过富国强兵而已，殊使人

失望。”张居正对此报之一笑说:“过誉我矣!  吾安能使富国强兵哉!”(18) 

为了批驳迂腐的文人用祖制反对革新，张居正总结商、周、秦、汉王朝亡盛衰的教训，提出

因时顺势的变法思想，强调:“法制无常，近民为要，古今异势。便俗为宜。”(19)从近民

便俗出发考察先朝的法规，凡是不能顺应时势，违背民众要求的，可不用遵守；只要顺时安

民的，即便是凡夫俗子的见议，也不该不听从。要使各级官员摒弃旧规，面向实际，以富国

强兵为首要任务，大力提倡扫无用之虚词，求躬行之实效。“强调:“人情物理不悉，便是

学问不透。”(20)这在言必称孔孟，道先贤的时代，提出不体察民情，便是学业不到家的见

解，大大突破理学的禁锢。他自憾位居高官，对民间猥俗犹如隔岸观花，不如底层下属了解

民间疾苦。要求当官、做学问的走出衙门和书斋，面向实际，把治学理政与解决国计民生结

合起来，这对陈腐的思想界是一大触动。对于有些道学先生借口天象灾异攻击新政的无知行

为，他在严加批驳中对某些自然现象作出唯物主义的解释。他撰写《葬地论》，认为人一

死，精神消散，僵硬的遗体如同土石一样，不复再有知觉。世人所谓人死变成鬼神，风水吉

凶预兆祸，等等，都是一派胡言。自古以来，尸陈山野，鸟啄鹰食的，子孙后代也有显贵人

士；风水再好，也不见朽木再生，枯骨复华的，哪能长保后代的富贵?  又说:“葬者，藏

也。”就是避免尸身外露而已，没有什么深文大义。在《杂著》中又进一步说明，人畜死于

雷击，是因为偶然与雷相撞，受到火气烧灼，身上留下焦纹是自然现象，并非符咒。张居正

的无神论思想不仅反击了猖獗一时的迷信说教，也表现出对祖宗家法的批判精神，是非常难 

得可贵的。 

      由此可见，张居正改革是并不是一般的政策变动，是有深刻的思想基础的。正因为他

有符合历史发展的进步思想，形成自己的新政系统，所以在与反对派的斗争中，能够以犀利

的锋芒，破除阻挠，把改革推向前进。 

对于改革的成效，清代历史学家张廷玉评论说:“自是，一切不敢饰非，政体为肃。”(21)

重现出现强有力的政府机制。嘉靖末年国家粮仓不足一年之储，改革前财政空虚，入不敷

出，赤字超过三分之一，改革后国家储粮可支十年，国库积银四百万两。《明通鉴》赞誉:

“是时，帑藏充盈，国最完备。”这丰硕的成果已经载入史册，在中国历史上熠熠生辉。 



四  、以刚毅而决胜的品格 

      这十年成效得来并非易事，一事一议都历经艰难。这不仅是因为改革要触动豪强权贵

的利益遭到顽强的抵制，还因为封建体制发展到明后期，已经衰老而僵化，能允许改革的余

地已经非常狭小。地主阶级走向下坡路的人情世态，因循守旧，姑息偷安，容不下哪怕很小

的变动，稍许更新，也不易为现实所接受，连反对张居正的著名文人王世贞也不得不承认:

“文吏不习见祖宗制，创闻以为骇而不便者，相率而为怨谤。”(22)对此张居正有敏锐的感

受，他说:“明兴二百余年矣!  人乐于因循，事趋于苦窳，又近年以来，习尚尤靡，至是非

毁誉，纷纷无所归究。” 

(23)

      当此因循难振之时只有顽强破除积习，才能打开局面。海瑞秉公执法，遭受非难，他

致函表示要力摧浮谣之议，褒奖奉法之臣。在惩办一批庸官贪吏之际，有人攻击他“执事太

严”(24)，借口雷击端门，胡说上天降灾，要求撤消新政，他鄙夷地申斥:“皆宋时奸臣卖

国之余习，老儒臭腐之迂谈。”(25)宣称必须重处肇事者，以定国策，把他们削职、戍边，

论罪下狱。由于对反改革的势力无情反击，所以能消除阻力，把新政引向前进。 

但是，反对派并不轻易消声匿迹，万历五年正当改革从政治推向经济之时，张居正父亲去

世，按明朝礼制规定，在职官员自闻父母丧日起，要辞官守孝三年，如有特殊情况，经皇帝

特批，可以继续留任，称为“夺情”。明朝是重孝的王朝，在明中叶就已多次申令，不准夺

情，按惯例张居正也要遵守，可新政正是方兴未艾之时，张一离任，形势可能逆转，支持改

革的官员倡议夺情留任，这就引起一场轩然大波，反对派纷纷攻击这是:“忘亲贪位”

(26)，“背公议而殉私情”(27)，“亲死而不奔”是“禽彘”(28)，甚至把谩骂写成小字报

贴在大街上。张居正对此不屑一顾，侧目而答:“今言者已诋臣为不孝矣。斥臣为贪位矣，

詈臣为禽兽矣，此天下之大辱也，然臣不以为耻也。”(29)对于“恋权”的责难，他坦然回

敬说:  “恋字一字，纯臣所不辞!  ”揭露反对派是“借纲常之说，肆为挤排之计。”(30)

进行无情打击，致使反对者再也无力公开抗争。自此，反改革的斗争不再表现为正面的冲

突，而是用隐蔽形式，暗传各种流言蜚语，对改革进行败坏和中伤。按朝廷的旧规矩，京师

冬天，皇帝要赐朝臣貂皮帽以御风寒，这一项支出要花费数万缗，为了节省开支，张居正带

头不带貂帽，革除这项赏赐本是一件好事，有人却放言，这是张居正吃春药过多，“毒发于

首，冬月遂不御貂帽。”(31)万历五年和八年，张居正两个儿子蝉联状元、榜眼，此事招致

非议，其中是否有弊，史无明证，但这一件未经证实的流言，广为流传，至今也未弄清楚。

似这类传言令人不胜其眩，追寻又莫究其端的事例不胜其多。张居正如果没有坚强的意志，

有可能怯于人言，畏缩不前。然而对这一切他都处之泰然，认为“浮言私议，人情必不可

免”(32)，不必大惊小怪，只要认定所作所为合于安邦定国之理，“所治是信心任理，不顾

流俗之是非”(33)，在新政遭受非难时他扬言:“得失毁誉关头，若打不破，天下事无一可

为者。”(34)任其“谤书盈箧，终不为所动”。不仅如此，他还以破釜沉舟的决心宣称:

“不但一时之毁誉，不关于虑，即万世之是非，亦所不计也。” 

      张居正的钢铁意志和雷厉风行的魄力，给当时人留下深刻的印象。有人据此指责他

“时政苛猛”、“刚鸷”等等，也有人为之辩解说:“人习于玩，一旦法绳，若见为苛，而

居正持之益坚，争之益力，以是遂与世龃龉，而又一二非常奇举，其迹不无似愎、似少容、

似专权、似挟术。”(35)在因循守旧，积重难返的社会风气  中，如果没有这样果敢而又凌

厉的魄力，改革将会寸步难行，张居正正是具有过人的胆略和勇气，才使中央政权内部没有

出现北宋改革那样强有力的反对派，不象王安石变法几起几落，新政因而较少引起正面冲

突，比较顺利地从政治推向经济，功效显著。可以这样说，改革的成功，主要是因为张居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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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主观上具有把新政引向胜利的忠诚和能耐，16世纪后期的社会环境给他提供了充分活动的

舞台，使他主导了王朝败落时期重又复苏的新局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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